
序 论

第一节　　　　中国音乐文化东传日本的研究状况

一、研究的目的与过去的研究

从古代至近代，中国在文化、制度以及宫廷仪式等广泛的领域，

对东亚的朝鲜、日本本岛、琉球半岛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域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东亚的

朝鲜，它不仅在唐代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燕乐，形成了高丽朝宫廷中

的重要乐种 俗乐，到了宋代还从中国输入大晟雅乐，其中大量

的轩架乐器、八佾舞等成为高丽朝中、后期宫廷音乐的重要基础。

越南从明代以来接受了中国完整的雅乐体系，强烈冲击了该地的本

土文化，在越南传承至今的雅乐、大乐、小乐、细乐、女乐等音乐体

裁，以及许多传承下来的曲目、乐器、工尺谱等音乐文献、器材中，均

有着中国明、清时期的烙印。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现存于日

本奈良正仓院内大量盛唐以前的文物，是古代日本接受中国音乐文

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其中的乐器以及一些乐谱、京都阳明文库所存

的五弦琵琶谱、雅乐曲目等，充分显示出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

响。中国的古代音乐对东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与隋唐时期的中国相比，在文化土

壤、民族性等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异，社会发展的程度也不尽相

同，因此当时的日本不可能完整、全面地接受中国文化。本书的



产生的流变现象。文化触变（

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音乐文化的层面，即中国的音乐文化在传

入日本的过程中，其文化的接纳层是如何接受，又怎样将其消

化、融入到自我文化中去的。本书试图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

学中使用的“文化触变”这一概念，来解明两种文化在交汇中所

）指的是两种文化相互

接触时产生的文化变动。尤指由外界因素所产生的起因，如由

民族间直接的接触所引起的文化撞击。它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自律文化体系相互间的不断接触而产生的文化流变现象。这

种现象的产生往往与军事、经济的力量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有

关。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交叉、撞击中，前者容易对后者的

文化体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强势文化要素的传入，可能引起既

存文化体系的崩溃甚至解体。但是为了抵御强势文化的传播，

也有可能产生反抗势力及本土文化运动，而强势文化最终还是

会被接受，并组入一个新的体系中去，产生两种文化的融合或适

应现象。因此该词亦被解释为“文化适应”。本书试图运用此概

念来阐述文化流变中的动态现象。具体将时间设定在隋唐与奈

良、平安朝时期，列举两国间的具体音乐事例，通过对音乐的组

织制度、音乐的体裁、乐器、乐谱等进行全面地分析、考察，来解

明当时两种文化授受者之间的对峙、力量的对比以及接受过程。

即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文化接纳者是以何种姿态、多大能力，

又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授受者之间在接触过程

中的文化张力等是本书讨论的中心课题。

《日本音乐

从文化触变的角度进行音乐比较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而

以此方法来分析日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接纳史，在中国更是前

所未有。关于中日间音乐现象的研究，日本学者们走在了我们

前面。田边尚雄在《日本音乐讲话》

史》 ）中论述了中国音乐的体裁、乐器、乐律等传到日本并

积淀成日本传统音乐的事实，但书中并未触及奈良、平安时期日



、《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上、下）

本文化的接受层接纳中国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接受中国音乐

的理由以及变化的过程等。岸边成雄的《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

，详细地

论述了唐代音乐形成的历史及其变迁，但是书中没有提及中国

音乐输入日本以及中国音乐在日本的发展、演变状态，纯粹是对

著。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

中国音乐（以唐代为中心）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进行研究的专

）是以日本音乐史为

主线而展开论述的日本音乐史专著，著作中虽然提到了中国音

乐日本化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详细论述中国音乐的什么部分、怎

样被日本接受、变迁、日本化等细节。狄美津夫的《日本古代音

乐史》 ）则以平安朝为中《平安朝的音乐制度史》

心，对音乐的体裁、组织制度及乐人的构成、状态等进行了详细

阐述，但是书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中国音乐如何传入日本以及

如何在日本发展、变衍的笔墨。

。张 前

在中国，关于中日两国音乐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

处于对史料的解释和现象的罗列、介绍阶段（冯文慈

）是一部以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为轴的《中日音乐交流史》

中国的隋唐与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在音乐的组

心，分唐代、明清和近代三个板块展开讨论的专著。其中“唐代

篇”涉及了中国音乐的体裁、乐器、乐谱传入日本的事实及其现存

的状况，在这一研究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中日音乐交

流史》的视线主要集中于历史纵线上的交流，对中日音乐文化交

流的高潮期

织机构、乐人状态等层面的差异，对一些乐器、音乐的体裁样式、乐

谱等原始形态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涉及。拙著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透过中日两国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进一步探讨中

国音乐传入日本后发生的变化及其变化的动因，并阐述当时日本

的文化受容层以何种动机、姿态接纳中国音乐文化，并将其纳入、

嬗变为自我文化的。此课题的研究在中国音乐学界尚属新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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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前后，其中很大一部分远远

世纪间，记录的史实应为 世

试，期待它能抛砖引玉，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新的起色。

二、研究的资料及其方法

本研究是建立在音乐史学的立场上展开的，因此资料的选择

和使用尤为关键，它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正确性与权威性。日

本的奈良、平安朝是直接、大规模地接受隋唐文化的最盛期，因此

记录两国七

世纪至

世纪的历史文献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史料。但这一时

期的史料非常之少，尤其是涉及音乐文化方面的资料更是难以寻

觅。笔者必须在有限的史料中搜寻出与音乐有关的章节，再从这

些章节中摘录出与音乐制度、体裁、乐器、乐谱等有关的记载。中

国方面的史料，以唐代为轴心可供参考的有：《隋书》、《通典》、《旧

唐书》、《新唐书》等官撰书中的“乐志”、“礼乐志”部分，此外《全

唐诗》以及记录这一时期俗乐的《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

录》、《唐会要》、法典《唐六典》等书籍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

以上的史料大致成书于

纪前。这也是唐文化直接对日本产生影响的时期。另外，上述的

具体音乐事例大多并非出现于

早于这一时期便已经成型，因此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或更早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献均为本研究的考察对象。

）相关的音乐记事，是对日本接纳中国音乐文

日本方面，就时间而言，记录宫廷音乐的文献《六国史》是本

研究的重要史料。特别是从《续日本纪》至《三代实录》所记载的

两百年间（

世纪初成

化受容状态进行立论及比较研究的主要依据。有关宫廷仪式活动

的内容，主要参考了平安时期编纂的《内里式》以及

世纪前还没有出现日记之类书的《延喜式》等史书。此外，由于

至的一级史料，文学作品的汉诗显然具有准一级史料的价值。

世纪的日记，如《御堂关白记》、《小右记》、《权记》、《九历》以及

日本最早的小说《源氏物语》等也是本研究的重要依据。其次，平



年的

安中后期的仪式书《西宫记》、《年中行事绘卷》、《和海抄》等记载

了宫廷仪式活动的过程等，都是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文献资料外，绘画、浮雕、出土文物以及古谱，凡是与本研究

课题相关的资料，均被列入考察的对象。

本书在史料选择过程中，强调原始性、真实性，力求真实地呈

现中国古代音乐的原型，客观地阐述奈良、平安朝的日本对中国音

乐文化的受纳状况和变衍的程度。

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倭国

王帅升向东汉王朝朝贡，因此这种文化交流距今已有近

世纪至

历史了。而这种交流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达到了一个繁

盛期。随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史的派遣，奈良、平安时期已形成了

一个有组织的国家性行为来学习中国文化，当时主要以引进佛教

文化为切口，从国家体制、儒教思想、汉学文化以及音乐艺术等方

面广范围、多层次、全方位地输入大陆文化。除了如前所述现存于

日本正仓院的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大量古乐器外，日本雅乐中大量

的唐传曲目，奈良、平安朝宫廷中所演奏的女乐、踏歌、散乐，京都

阳明文库所藏的唐传《五弦琵琶谱》等，都充分地反映出

世纪间日本在接纳亚洲大陆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音乐文化的

接纳和吸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音乐对其产生的影响不仅仅

是上述所列的那些由中国传入的乐种、乐谱、音乐制度、宫廷文化

等，至今日本所用的传统乐器如尺八、三味线、筝、琵琶、筚篥、横笛

等都是从中国大陆传入的。这些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直接的渊源

关系。但是，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文化是以怎样的形态传入

日本的？这些被称之为外来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渗透、纳入到了

日本自身的文化之中？历经多年后这些音乐文化又演变为怎样的

音乐样式？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课题。

如前所述，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作为有组织、



年最后一次派送遣唐

次）。由于当时的

料》，

国家性行为的交流却主要是在隋唐到来之际展开的。公元 年

在日本圣德太子的倡导下派送了第一批使节到达了隋宫，这标志

着日本结束了长期以来通过朝鲜半岛作为中介输入中国文化的历

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

上抱有的理想在

新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送历经了

世纪后进入了一个全面引进、接纳中国文化的

个世纪之久，将大量而

又多层面的以中国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宗教

思想、哲学理念等一系列优秀文化体制传入日本，由此奠定了日本

古代社会的基石。当时遣隋、遣唐使者主要是学问僧、留学生及一

些官员，他们都是经过严格遴选后作为优秀的学者被派送来中国

的。从公元

年间共 次，遣唐使

年第一次派送遣隋使至

次（遣隋使使，近

渴求知识

科学水平与航海技术有限，他们历经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到达长安

。很明显，当时的隋唐与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存在着

一个相当大的文化落差，故而成就了这种前赴后继、不畏艰险汲取

大陆知识的宏伟壮举。对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文化差距，日本学

者池田温先生有如下的一段描述：

译者注）以后的日本近代社会。即

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在西汉时期就以铜钱来征收人

头税了，五铢钱在全国流通。对此日本的流通经济最多在政

治都市于八世纪才刚刚开始启用货币。中日间的规模之差毋

庸置辨，就社会发展程度的质的方面来看，八世纪的日本只相

当于大陆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与唐朝相比的话，大概只是安

土桃山（

次，如遣唐使的①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日本使者真正到达长安实际上没有

次派遣中只有

日 年。

次是真正到达长安的。参见茂在寅男等：《遣唐使研究与史

东海大学出版会，



便在德川封建社会（ 世纪以后 译者注）也难以看出唐

代科举制度及官员名人征召所显示的阶层流动性的现象。另

时期才能与宋朝相匹敌。平民教外，在印刷出版方面，至德

古代日本为了赶上育的渗透那更是在明清时期的事了。

大陆，缩短一千数百年的差距，主动积极地汲取大陆文明，这

是大家一致认知的事实。

当时中日两国间巨大的文化落差也促使了日本使者不畏艰

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来中国学习。同时，我们看到当两种不

同的文化直接相遇时

层面

这里当然也包含军事、经济及文化各个

优势文化将对劣势文化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优势

文化的因素在传播和碰撞的过程中对既存文化体系给予沉重的打

击，甚至被击破或使之解体。往往在劣势文化吸收新文化因素的

同时，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也在融合的过程中建立。显然，在两种文

化的撞击中文化授受层之间的力量之比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接

纳层以怎样的姿态和动机、采用何种方式与措施以及能力如何都

是决定新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古代中国对东亚的日本、朝鲜和

越南在文化的多领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了东亚汉字文

化圈。但上述东亚三国因历史时期、地域以及本民族所具有的文

化内质、文化形态的不同，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取舍

方式。本研究试图以日本为对象，以实证的方法对主要由中国隋

唐时期传入日本的音乐文化，从音乐的制度、乐种、乐器、乐谱等多

角度、全方位地寻本溯源、追踪考察。对当时，尤其是唐代丰富多

彩的音乐文化输入日本后，日本的文化接纳层是如何将它吸收到

自我文化中去的？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是以怎样的动机和姿态出现

吉川弘文馆，日 年，第①池田温编赵维平译：《唐代与日本的古代考》，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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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隋唐宫廷音乐文化的形成

清商伎、 高丽伎、 天竺伎、 龟兹伎、

的？是囫囵吞枣地全盘纳入还是有选择地摄取？在中日两国文化

的碰击、触变后又形成了什么样的音乐样态？这种变化了的新文

化样式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中呈示出文化授受者之间怎样的一种力

度关系等，这些都是中日两国迄今为止很少涉及的重要课题。本

研究试图通过对音乐本体的考察，客观地对两国同类音乐形态进

在进入本课题之前首先让我们看看两国间各自的文化背景。

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是这一时期输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因

此，正确把握隋唐时期的中国所持有的文化形态、它的形成过程以

及当时日本的文化环境，是研究中国文化进入日本并与其进行文

化融合的重要前提。以下拟从两个部分来进行论述：首先以“隋

唐宫廷音乐的形成”为一节，阐述我国从汉以来形成的隋唐音乐

文化的内容、形式、性格等，它们是传入日本的原始依据。其次，从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传日本的环境”来看当时日本的客观音乐

文化环境、日本接纳层的能力、文化势态以及传入日本的内容等。

以此来作为本文的端绪。

前

众所周知，隋唐宫廷音乐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繁盛

时期，它是历经长时期文化积累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文化体，其形

成可追溯到汉朝。西汉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

；公元前

世纪下半叶）制定

打开了丝绸之路。它对后来的隋唐文化，尤其对

我国盛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隋唐时期的中

国通过丝绸之路吸取了来自印度、波斯和西域等广大地区的“胡

文化”，隋统一大业后，除了重新修订宫廷雅乐外又建立了从汉以

来的胡乐与中国固有的俗乐的典制。开皇初（

国伎、了七部乐（

行比较研究，进而诠释两种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触变现象。



凉与礼毕，同时又新增康国伎和疏勒伎，扩展到了九部乐（

疏勒、龟兹、 安国、天竺、西凉、 高丽、

文康伎），至大业（安国伎、

康国、

中国伎和文康被改名为西

清

礼商、

毕），构成了宫廷中从未有过的燕乐盛会。从九部伎的成分来看，

其内容可以列述如下：

西域五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康国伎和疏勒伎。

东夷一伎：高丽伎

俗乐二伎：清商伎、礼毕伎

胡俗交融之乐一伎：西凉伎

年历史，这种宫廷文

这里展示出鲜明的胡、俗乐各自独立的形态构架，这种以胡、

俗乐为主体的音乐性格与中国音乐史上固有的、并得到重整后的

宫廷雅乐形成对峙状态，构成宫廷文化中势均力敌的雅、俗、胡三

乐鼎立的现象。但是隋朝只经历了短暂的

化的展开主要出现在唐朝。雅乐的登歌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十

二和”雅乐（豫和、顺和、永和、肃和、雍和、寿和、太和、舒和、昭和、

雅乐“三和”（

休和、正和、承和），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调。至开元中玄宗又新增

和、丰和、宣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雅

乐 。并成为后来五代及宋、元、明、清历代仿效的楷模。唐代的

雅乐重新发展了周朝以歌颂先帝为主的六代之乐，打破了春秋战

国以来由于战争频发而造成的政局不稳、宫廷音乐得不到重建的

状况。隋后，唐代雅乐的急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虽然

唐代的雅乐重唤和发展了周代的雅乐，为一千多年来的雅乐注入

了新的生命，并成为唐代文化的一大胜景，但实际上从唐代宫廷乐

的整体来看，这种仪式乐并没有构成社会的主流文化。如前所说，

隋及唐初成鼎立状的雅、俗、胡三乐，其中胡、俗两乐的力量汉以后

逐渐居上，尤其是胡乐以其多彩、特殊的音乐风格占据了隋唐宫廷

乐二》“大唐”条目。“十二和”雅乐及开元中的“十五和”雅乐参见《通典



人的并行舞蹈。其中分文舞列

燕乐的主流。这种多元化的宫廷燕乐也是后来日本遣唐使所接受

并没有传到日本

中国音乐的主要部分，并由此形成了日本的雅乐，中国真正的雅乐

。那么，唐代宫廷乐是怎样形成的？胡乐、雅乐

和俗乐间的关系如何，汉代以来它们间又是怎样变异的？这些疑

问逐渐进入本研究的视野之中。下面先让我们立足于唐代，看一

下宫廷乐的形成及其来源。它对日本奈良、平安朝宫廷乐的形成

起着决定性的历史作用。

一、汉至隋唐宫廷乐的形成

如前所述，隋唐宫廷乐的形成并非成之于一旦，可追溯到西汉张

骞的西征，丝绸之路的开启首先将印度文化引入我国疆内。佛教约于

公元 世纪前后翻过天山屏障开始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同时也带来了

波斯及西域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文化。它们后来随着河西走廊逐步东

渐，成为隋唐宫廷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里先让我们的视角朝前

推移，从汉朝开始考察我国宫廷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行

秦汉时期在中国的宫廷乐中主要可分为雅乐和俗乐。雅乐是

从周朝传承下来的，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的庙祀乐、祭祀天地山川之

神的郊祀乐以及礼仪宴飨时的宴飨乐。雅乐的演奏形式为堂上奏

登歌（以歌为主加以少量的琴瑟乐器）、堂下奏乐悬（以编钟、编磬

为主体的悬架乐器）除了这两种奏乐形式外，还另有文武八佾之

舞。“八佾”为一种形式，

和武舞两种。文舞左手拿翟（一种雉鸡的尾羽）、右手拿籥（一种

单管的三孔竖笛）；武舞左手拿干（矛），右手拿戚（盾）。

雅乐中登歌的歌词因朝代的更迭而相异。在历史的记载中早

期周朝的六代之乐（黄帝的《云门大卷》、尧的《咸池》、舜的《大

韶》、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及周初的《大武》）到了汉朝只剩

①详见第二章《音乐的体裁》第三节“雅乐”。



人。这种等级分明的礼仪乐舞人，八佾为

鲁隐公五年》中载：

“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舞蹈形式，一佾为

八佾；诸侯次之，为六佾

这是与“乐悬”的轩架乐相对应的一种礼乐形式。它是一种

形式，用于天子为最高级别 人；卿

乐志》、《二十五史 礼乐①历朝的登歌尤其是郊庙登歌词可见《二十五史

志》。

四面之架；诸

“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

下舜的《大韶》和周初的《大武》，在西汉孙叔通等人力图恢复周朝

雅乐的同时又新增了《嘉至乐》、《永至乐》、《登歌乐》、《休成乐》、

《永安乐》等登歌内容。这样便打破了雅乐歌辞承袭旧乐的传统，

开了历代皇帝新作登歌的先河。新登歌一般是颂扬皇帝的伟绩，

维护新政府的权力，在形式上粉饰和缓和权力的冲突，用在新国家

的成立、新天子的即位等仪式中。登歌的歌词虽然因时代不同而

格

改变，但其宗旨主要还是基于守古的礼乐思想，力求沿袭旧乐风

。堂下奏乐中的悬架之乐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在中国的礼

宗伯》（下）的“小胥”条目中记载：仪著作《周礼春官

悬 。

三面之架；卿大夫：判悬

显然“乐悬”是因身份、等级（天子：王宫悬

侯：轩悬 二面之架；士：特悬

一面之架）的不同有着鲜明的区别，形成了制度化。这里的乐是

为礼而存在的一种形态。宫廷中所使用的雅乐器基本上承袭周朝

以来的体制，只是规模上由小型向着大型化发展。同样，八佾之舞

也是用于礼乐的一种形式。在《左传》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继而在士的阶层中得到了进

人；士为二佾 人。大夫为四佾

汉代与上述仪式性的雅乐相对立的是一种宫廷宴飨乐，它来自

地方民谣和各类俗乐。如吸取楚辞的因素与江南一带的民间俗乐

所形成的相和歌、北方的鼓吹乐（其中含军乐及卤簿乐）及以歌唱为

主的短箫铙歌均属宫廷俗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张骞的西征

打开了一条丝绸之路，他的西征从西域带来了胡曲《摩诃兜勒》，汉

乐官李延年将其作新声二十八解，即二十八段音乐 ，成了记载中最

初的西域输入之乐。汉民族与北方骑马民族的交流迎来了两股文

化势力，其一是以中国西北部的北狄乐为主的胡乐，乐器中主要为

胡笳、胡角。它们对后来的中国音乐影响并不是很大。其二是来自

于远方的以波斯（伊朗）、印度为主的西域乐，经犍陀罗进入我国新

疆地区，乐器以琵琶和箜篌为主，对后来的中国宫廷乐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这一时期后者胡乐的传入只是刚刚开始，他们使用的乐器

至两晋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俗乐器，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国、两晋时期直接继承了汉的宫廷乐，除了雅乐的形式得到

进一步的整理外，还产生了清商乐。另外，琴乐的发展是这一时期

我国古代音乐中的一大高潮，琴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遥远

的传说时期，春秋及先秦时期的琴已经在知识分子阶层得到了展

开。入汉以来琴逐渐确立了七弦的形制，演奏上已经出现了诸如

攫、援、摽、拂等较为复杂的技巧

世纪梁

一步的渗透，出现了司马相如、刘向、桓谭、蔡邕、蔡琰；魏晋时期又

出现了嵇康、阮籍等琴家名手。三国魏晋时期基本完成了七弦十

三徽的形制，这一时期的《广陵散》是一部由两个基本主题展开的

器乐大曲，音乐的形式逐渐趋于完整并走向复杂化。至

修务训》。②参见刘安：《淮南鸿烈

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乐志》：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①《晋书



西域地区的梨形四弦曲项琵琶

音乐之友社

朝丘明所传的琴谱《碣石调 幽兰》是我国出现最早的文字谱，其

中在徽位上大量泛音的运用标志着纯律已经走向一个成熟的阶

段。这里除了中国固有的乐器外，值得注目的是汉朝以来与西域

的交往中琵琶和箜篌两件乐器的出现。由波斯经犍陀罗进入我国

，其主要的足迹停留在我

国新疆地区的天山南麓，尤其是于阗（今和田地区）。另外，至少

在

。

世纪中叶印度佛教文化已经越过天山屏障进入我国，特别是

对天山北麓以龟兹（现库车）为中心的地区产生影响。在波斯、印

度胡乐进入我国之际，吕光、沮渠蒙逊便占据了河西的凉州，后来

就成为西域的龟兹伎，而这一地区的音乐与清商乐相融合，形成了

胡、汉乐器的交融，如弦鼗与四弦琵琶的融合构成了秦汉子、秦琵

琶等，它们成了后来的西凉伎

世纪至

世纪以来的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胡乐大规模地由西域向中

原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西域音乐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这

里主要指从 世纪由波斯经犍陀罗及我国新疆南部的于

阗地区所留下的痕迹。然而，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由印度

传来的音乐，它们更多地吸收了笈多王朝成熟的佛教文化，大规模

地向西域挺进。它们主要囤积在天山北麓的龟兹。这股文化势力

进入中国后又吸收了犍陀罗及波斯文化，将其浑然一体构成这一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吐火罗文化。

经苏珊朝（

毫无疑问，在西域音乐的主流吐火罗文化中，全盛时期的印度

佛教音乐是其中枢。前述由波斯传入西域的四弦琵琶以及起源于

古代亚述（ ）的波斯和犍陀罗传入中国的

箜篌②，印度系的弓形箜篌（中国的文献中称凤首箜篌）以及五弦

直项琵琶也随着东渐的主流传入中原。在西域音乐中，龟兹乐是

①详见第三章《乐器》中的“琵琶”。

日②参见岸边成雄：《箜篌的渊源》，载《唐代的乐器》，



沿重镇，其音乐风格同样基于鲜明的印度乐风采

的音译。在玄奘的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

其乐焉。

载：最具领先地位的一国之乐。《大唐西域记》卷

屈支国，管弦伎特善诸国。

这里的“屈支”指的就是龟兹，也就是说在众多的西域乐中龟

兹乐鹤立鸡群，独领风骚。与龟兹乐有直接关系的还有疏勒（今

喀什地区）乐，从地理位置来看，它是西方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前

或

。与印度乐直

接有关系的应该是天竺乐了。天竺是印度的古称。汉朝时还被称

作“身毒”，都是古伊朗语

《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中载：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

音，宜云印度。

音乐

就上述的史料判断，印度一名的称谓始于唐朝。而天竺伎是

在晋代的张重华占据了凉州后才被正式命名的。《隋书

下》的“天竺伎”条目曰：

关于天竺伎的乐器在该条中列述如下：

①据《通典 乐六》的西戎五国中“疏勒乐”条称，其乐器用：“竖箜篌、琵琶、五弦

琵琶、横笛、箫、筚篥、答蜡鼓、腰鼓、羯鼓、鸡娄鼓”。这些乐器主要部分都是

从印度传来的，与龟兹乐的乐器相比只存在毛员鼓与贝的出入。



。

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云鼓、铜拨、贝

等九种，为一部。

到了唐代弃用都云鼓，而增加了羯鼓、筚篥和横笛等，为典型

的印度色彩乐器

除了上述诸乐伎外，位于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西戎诸国同

样也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但夹杂着本地的文化因素。其中中东

地区传来的康国乐和安国乐是两支重要的乐伎。康国，在现今的

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该乐伎起自六世纪北周武帝

年在位）聘北狄为皇后时获得的西戎之乐

现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一带，乐器中有五弦、箜篌

等十数种，具有浓郁的印度色彩。除此以外，从北魏至隋前突厥、

悦般等地的乐伎相继进入中原，但是它们对中国的宫廷乐并不具

有很强的影响力。

南北朝以来除上述来自西域系统的乐伎外，还有东夷、南蛮和

北狄等各路音乐文化向着中原挺进。东夷的朝鲜半岛三国乐，百

济、高丽、新罗，还有日本的倭国乐。南蛮有柬埔寨的扶南、越南中

部的林邑等。北狄乐中有鲜卑、吐谷浑等。各地的音乐都带着各

自鲜明的文化特征。西域乐伎主要受印度和波斯的影响，南蛮乐

可以看作是印度乐的衍生，朝鲜三国乐受中国古代音乐影响深刻，

而北狄乐，汉魏以来以骑马乐为主，代表性的乐器为胡笳、胡角。

综上所述，在四夷乐中影响最为突出的应数西域乐伎。

汉魏以来以西域乐为中心的胡乐的东渐对中国固有的传统音

乐形成极大的冲击。南北朝以来兵家各起、战争频发，宫廷王朝屡

屡更迭。汉朝以来百戏的来朝，乐府民歌、相和歌以及大量民间歌

。安国，为

筚篥、铜钹

②参见上注①。

音乐志》（下），“康国乐”条。①参见《隋书



俗乐。对体现

舞的崛起等大大地冲击了宫廷雅乐，这股势力已经远远超出春秋

以来“郑卫之音”的力量。雅乐从晋末之后几乎濒临灭绝。而胡

俗乐的卷起已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胡乐受到宫廷的宠爱

逐渐成为宫廷音乐中的主要角色。

隋统一了大业，结束了长时期以来纷争动乱的政治格局，文帝

为了一统天下、威示全民，建国后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并

迅速恢复雅乐建设。由郑译、牛弘等制定音律，新建登歌、乐悬及

文武二舞等乐。开皇的雅乐出现了黄钟一宫调的新局面，但胡乐

的大量流入成了一股不可抗争的势力。炀帝即位后胡乐又得到了

进一步的宠用，西域乐的来朝、胡乐人白明达创作的大量胡乐曲为

宫廷重用，苏祗婆五旦七调在宫中的采用等，使胡风新曲一度盛行

于宫中。文帝开皇初期制定了七部伎，至炀帝的大业中又增康国

伎和疏勒伎，构成了宫廷从未有过的燕乐盛况。隋宫燕乐九部伎

的形成使得南北朝以来由于胡乐流入而一度陷入混乱的状况得到

了整顿和梳理。各伎中的乐器、乐曲、舞曲、乐工人数、舞乐人数、

服装等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七部伎、九部伎的确立在宫廷中开

始鲜明地划分了雅、俗、胡的关系，形成了三乐鼎立的文化构架。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期，隋统一大业后将产生于民

间的乐舞引进宫廷，成为宫廷音乐中的一大品种

多年的执政历史

国家集权、显示宫室、国家权威的雅乐予以重新恢复和修正，实际上

成了显示皇室权力的象征。而更为重要的是对由汉以来不断涌入

中原的胡乐进行了梳理和规整，使其成为极其重要的宫廷燕乐（胡

乐为中心）。隋朝以来宫中较为明显地显现了三乐的基本形态，形

成了各自为政的鼎立局面。但隋朝的历史短暂，

无法使其得到更为广泛地展开。如果将隋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

话，那么隋代的宫廷音乐文化犹似唐代的一个开端，或是拉开了一

个序幕，无论是在形式或规模上，真正的展开和发展均在唐朝。首

先，唐朝继承了由隋宫廷沿留下来的雅、俗、胡三乐鼎足的格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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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作进一步的展开。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由汉以来主要从西域传

来的百戏（散乐）得到了极度的发展，宫廷宴飨雅乐也出现了新的内

容，同时军乐的规模得到了新的开拓，宫廷音乐出现了极为丰富多

彩的体裁样式。初唐宫廷音乐文化呈现出繁盛的多元化景象。从

音乐体裁来看有如下的一些发展：

雅乐。初唐高祖因受禅及军务繁忙而承隋制，武德九年

。这

）始命史部郎中祖孝孙修订雅乐，孝孙考以古音、斟酌南北朝

雅乐，承隋代十二律、八十四调理论始创“十二和”登歌雅乐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的“十二和”雅乐（豫和、顺和、永

和、肃和、太和、舒和、休和、政和、承和、昭和、雍和、寿和）合四十

八曲 ，八十四调。这十二和雅乐有着明确、具体的用法。《旧唐

，音乐一载：

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祗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

书》卷

庙登歌具奏萧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宫出入，奏舒

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帝太子轩悬出

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

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

有关“十二和”雅乐的产生，主要是祖孝孙等参照《礼记》中

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精神所致。唐初的“十二和”雅乐至盛唐

又一次地得到扩展，开元的玄宗朝又新增“三和”雅乐（械和、丰

，音乐一：“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史部郎中，转太常少卿，渐见

孝孙又奏：

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

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九年，始命孝孙修订雅乐。

大乐与天地同和 ，故制
”

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

十二和之乐，和三十一曲，八十四调。


